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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
编者按： “数字人文” 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正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清史研究领域海量

史料的存在为这一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提供了契机。 学界都意识到 “数字人文” 技术给清史研

究的深入发展带来的机遇， 同时也对数据的处理方法及与传统治学方法的弥合存在相当的争议。
为进一步推动 “数字人文” 在清史研究中的应用， 《清史研究》 编辑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至 ２９
日在北京举办了 “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 学术工作坊， 共有三十余位学者与会。 现择取部分参

会论文， 组成专栏， 以飨读者。

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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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六十年来量化历史研究拓展并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使历史研究向科学靠近。 不管哪个

领域， 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应该保持一致： 首先， 提出问题和假说； 第二， 根据提出的问题和假说去找数

据， 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 第三， 做统计分析、 检验假说的真伪， 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

别因果关系、 做因果推断， 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 第四， 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 如

果是证伪了原假说， 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 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 又是为什么？ 这里挖掘清楚 “因” 导

致 “果” 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 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文章。 传统历史研究在第二至第四步上做的不够完

整。 所以， 量化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 而是对后者的补充。 本文通过一些现有成果说明， 量化史

学不只是 “用数据说话”， 而是通过统计分析， 既可令人信服地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 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

发现全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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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１３ 年， 笔者与清华大学龙登高、 伦敦经济学院马德斌、 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等教授一起

举办了第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 之后， 我们每年办一届。 与四年前相比， 报名人数越来越多， 国

内学界对量化历史研究的认知和兴趣已有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参与过讲习班和量化历史年会的同

仁还未必都能用量化方法研究历史话题， 但至少都了解到了量化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也不乏对量

化史学存有质疑。
按照经济史学者诺斯的追溯①， 用量化方法研究经济史问题大致起源于 １９５７ 年， 当时几位

学者尝试研究美国黑奴历史的经济逻辑。 随后， 量化方法也用到了其他历史研究领域， 包括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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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政治制度史①、 西波拉对西方的教育史与宗教史的研究②。 到 １９６０ － ７０ 年代， 量化史学变

得流行， 这股风潮后来有所消退。 但是， １９９０ 年代中期后， 新一轮量化历史研究热潮再度崛起，
引人注目。 就以国际五大量化历史数据库为例③，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间， 新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运用这

些数据库的就达 ２３６０ 余篇④。 催生新一轮量化历史研究的经典作品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 而且，
在如何利用大数据论证历史假说方面， 经济史学者做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创新， 改变了以往社会学

家、 人口学家只注重历史数据描述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的传统， 将历史研究进一步往科学化的方

向推进。 其间， 三组不同团队起了关键作用： 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的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 （惯称 “ＬＬＳＶ”）⑤， 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⑥， 以

及继诺斯与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 和德弗利斯的 《工业革命与勤劳革命》⑦ 等

著作之后， 于 ２０００ 年出版 《大分流》 的彭慕兰⑧， 虽然该著作本身在量化方法方面停留在简单

描述性数据层面， 没有做更深层的计量分析， 但它引发了众多学者对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

西方而非中国或伊斯兰国家” 的研究兴趣， 大量学术著作因此产生， 而且这些著作几乎没有例

外地都基于某种程度的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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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Ｃｉｐｏｌｌａ：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 《西方的识字与发展》），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它们分别是美国整合公共微观数据库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ｉｃｒｏｄａｔａ Ｓｅｒｉｅｓ）、 加拿大巴尔扎克人口数据库

（ＢＡＬＳ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荷兰历史人口样本数据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瑞典斯堪的

纳维亚经济人口数据库 （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和美国犹他人口数据库 （ Ｕｔａ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这些历史数据库已在互联网上公开， 大大推动了针对社会史、 人口史的量化研究。
梁晨、 董浩、 李中清：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参见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９９８， １０６；
以及 １９９７ 年的姊妹篇： “Ｌｅｇ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７， ５２。 他们的研究

本来是想回答为什么各国的金融发达度差别很大， 结果却被引申到各国法律制度的历史问题。 因为， 基于

英国普通法系的国家在金融发达度方面明显高于欧洲大陆成文法系国家， 包括在将各国法律制度做量化评

估后， 普通法国家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更为突出， 等等。 那么， 像美国、 加拿大、 南非等这些国家的普

通法系又是如何来的？ 巴西、 墨西哥、 智利、 日本等国的成文法系的历史背景又为何呢？ 殖民历史显然对

这些国家今天的金融发展影响深远。 就这样， 他们的研究引发众多历史学者、 经济学者等重新梳理中世纪

后的西方殖民历史， 以及回答各殖民模式的长久影响为何这么不同的问题， 其中尤其以量化指标和计量检

验为争论的评估标准。
参见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１， ９１。 他们的研究背景是： 今天，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墨西哥、 智利等以前

都曾是殖民地， 而英国前殖民地普遍好于西班牙与葡萄牙前殖民地。 他们从这些国家的疾病率角度做解释，
其假设是： 自 １６ 世纪初开始， 瘟疫越多疾病率越高的地方， 欧洲殖民者越不愿意去， 而即使去了， 也不会

致力于长期投资， 而是选择掠夺性殖民模式， 也就因此缺乏发展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体系的热情； 相反，
瘟疫少、 疾病率低的地方适合居住， 殖民者落户后就有兴趣建立可靠的私有产权保护体系， 恒产者有恒心，
这些社会的制度就更有利于长久发展。 他们用量化历史数据对其假说进行检验。 之后， Ａｌｂｏｕ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２． ６， 对该文做了修正并对其中一些数据提出质疑。 而这三位作者另一篇同样影响巨大的作品是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 ９５。 这篇著作对近代西方的兴起说做了很大修正， 并一举成为量化历史研

究的经典， 启发众多年轻学者。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９４， ５４．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 《大分流： 中国、
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兴起》），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今天， 计算机和互联网已相当普及， 不仅许多历史资料的数据库化变得可能， 而且使这些历

史数据库的跨地区、 跨国共享成为可能。 在互联网上有数不清的各国历史资料库可以免费得到，
用起来方便， 成本也低。①这是以前的历史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

当然， 众多量化历史数据库只是研究的基础， 关键要看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是否跟得上。 许

多同仁说： 量化史学不是曾经时兴一段， 但后来势头下降了吗②？ 这次为什么会不同呢？ 我们必

须看到， １９８０ 年代之前电脑没有普及， 更没有互联网， 那时整理历史大数据很难， 做统计回归

分析并检验假说也很难。 但是， 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了。 今天 “大数据” 是个时髦话题， 可是，
很多人没有看到历史资料是真正的大数据。 比如， 仅清代刑科题本档案就有近 ６０ 万本， 平均每

本大约 ３０ 页手稿， 加在一起就是 １８００ 万页资料。 更不用说其他明清及民国期间留下的奏折、 公

文、 实录、 文书、 契约、 方志等史料， 加在一起至少有数亿页。 如果举一极端例子， 正如哈佛大

学包弼德 （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 所说， 仅 ２０１３ 年那一年， 世界上的网站数量超过 ５ 亿、 共 ４８０ 亿网页，
相当于 ６７２０ 亿 ＧＢ 的信息量， 是所有美国图书馆藏书总和的 ５０ 万倍！ 将来研究今天世界史或中

国史的学者会如何作为呢？
首先要看到， 采用细读个案的传统历史方法， 不仅会让我们偏重树木而忽视森林， 而且， 在

历史资料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 这种方法很难行得通。 海量历史资料带来两个现象： 一是近代史

比远古史更难研究， 因为明清资料太多而古代资料很少。 因为传统方法强调细读一手史料， 远古

资料少， 使其相对可行， 近代史海量资料反倒使其不好研究， 只有靠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改变

这种奇怪局面； 另一现象是由于传统方法强调个案细节、 不强调大样本， 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又

错综复杂， 研究者很多时候都能根据需要挑选到 “合意” 的历史案例。 所以， 在不同学者根据

需要去找合意个案的习惯下， 得出的结论当然各异。 于是， 就有了 “历史被任意打扮” 的嫌疑。
我们需要改变这些现象， 这就要靠大样本量化方法。

中国历史资料丰富， 这是中华文明的优势。 但是， 要发挥这种优势、 增加我们自己乃至全人

类对我们过去的认知， 就必须改进研究方法。 量化历史方法既受益于现代互联网技术， 也受益于

现代社会科学分析范式的进步， 是历史研究领域的与时俱进。
接下来， 本文分别回答以下几个常见疑问： 第一， 量化历史方法跟传统历史方法是什么关

系？ 第二， 历史能够量化吗？ 第三， １９９０ 年代末期以来的量化历史研究方法跟之前的量化方法

区别在哪里？ 最后， 量化史学除了证明或证伪传统史学提出的假说外， 能带给我们对历史的新认

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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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晨、 董浩、 李中清在 《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 （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中介绍了多个国际人口历

史数据库， 包括以美国密歇根大学为基地成立的跨大学政治和社会校际联合数据库 （简称 ＩＣＰＳＲ）、 李中清

团队多年努力建立的基于八旗户口册和清代皇室族谱资料的中国多代人口系列数据库。 过去十几年， 笔者

与彭凯翔、 袁为鹏、 林展、 何石军等团队一直致力于建立中国民间借贷利率史数据库、 婚姻与妻妾交易数

据库、 历代皇帝与反腐数据库、 契约文书数据库， 这些都还在进行中。 此外， 也有不少同仁在建立历史数

据库， 包括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ＣＢＤＢ， 由哈佛大学、 台湾中研院、 北京大学合作建设）、 “中国

地方历史文献数据库” （由上海交通大学建设）、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夏

明方主持）、 “清末民国社会调查数据库” （中国人民大学黄兴涛主持）、 “数据历史黄河” （陕西师范大学建

立的黄河流域各地的历史地理、 气候、 社会、 灾荒等资料库）， 还有中国科学院地理所、 复旦大学、 北京师

范大学等等分别或合作建立的历代或近代气候与灾荒历史地理数据库。
之前关于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参见孙圣民： 《历史计量学五十年———经济学和史学范式的冲突、
融合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彭凯翔： 《历史视野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变迁———近年中国

经济史之计量研究综述》，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李伯重： 《史料与量化： 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

运用》， 《清华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二、 量化历史研究方法

量化历史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方法， 而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 是把科学研究方法的

全过程带入历史领域。 整理考证史料、 注重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 量化史学同样注重对历史

文献的考证、 确认， 这一点没有区别。 如果原始史料整理出了问题， 不管采用什么研究方法， 由

此推出的结论都难言可信。 两者差别在于量化方法会强调在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寻找其中的数

据， 或者即使没有明显的数据也可以努力去量化。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 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①。 其中， 第一步是

提出问题和假说； 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研究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 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
第三步是做统计分析、 检验假说的真伪， 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 做因果推

断， 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 第四， 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 如果是证伪了原

假说， 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 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 又是为什么？ 这里挖掘清楚 “因” 导致

“果” 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 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既可通过统计方法认证逻辑传导机

制， 也可通过简单数学模型验证传导机制的逻辑一致性； 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 把科学过

程研究出的结果报告出来。
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基本停留在上述科学方法的第一和第二步， 也就是要么先提出问题或假

说， 觉得 “历史应该是这样”， 然后去找历史个案或少数几个案例， 只要假说与这些个案相符，
就认为假说对历史的解释是成立的。 或者， 先通过对历史个案的透彻研究， 学者得出关于历史现

象中因果关系的假说或猜想， 认为历史中就是这样由这个 “因” 导致那个 “果” 的， 然后研究

就到此结束。 ———但是， 从上面讲到的科学研究流程看， 这显然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步或两步，
不是全部过程。 史料整理是建立历史数据库的基础， 在没有经过大样本检验之前， 这些假说和猜

想还仅仅是假说， 不一定真的成立。
量化研究是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 把科学方法中的第二步 （收集大样本数据） 做好、

做完， 并且把第三、 第四步也做完。 只有这样得到的历史现象背后的 “历史规律”， 才让人能接

受， 才能避免 “以偏概全”。 所以， 量化历史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补充， 而不是取代。 量化历史

研究也不只是简单的 “用数据说话”。 数据是量化研究的基础， 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同样重

要的是要根据历史大数据对我们感兴趣的猜想进行统计检验， 看这个猜想是否能得到大样本的支

持， 而这一点是传统历史方法难以做到的。 过去， 胡适也讲过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只不过

当时他所讲的求证， 还只是一般的寻求证据 （主要是文献方面的）， 并不是统计学分析与大样本

检验。 比如说， 到底是什么导致清朝灭亡？ 一种假说 （仅仅为假说） 是： 因为晚清立宪改革所

致， 并据此得出结论说 “不能进行宪政改革， 因为宪政改革导致国家灭亡”②。 根据清朝的个案

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 就好比 “阿炳二胡拉得好， 是因为他是瞎子， 所以任何人要拉好二胡，
必须先把眼睛搞瞎”， 这显然有问题， 是以点带面。 我们必须先收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宪政改革

历史样本， 进行系统统计检验， 排除个案的特殊因素， 让样本中的共同因素———宪政改革———突

出出来， 凸显 “历史规律” 的内涵， 只有这样才能知道这个假说到底能否站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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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考 Ｋｉｎｇ、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Ｖｅｒｂａ：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４． 其中文版由陈硕翻译， 《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虽然本书

的题目是定性研究的设计， 但是以定量思维与因果机制识别为核心对科学方法做详尽介绍。
关于什么研究适合定性方法、 什么适合定量方法， 参见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Ｇｏｅｒｔｚ：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ｏｏｌ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Ｈｅｎｒｙ Ｂｒａｄ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４．



三、 历史研究能够量化吗？

在历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和年会及其他交流中， 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是： 历史能够量化吗？ 初

看， 这问得有道理， 因为许多历史现象和因素确实难以量化， 即使是今天， 有许多事物， 包括情

感等因素都难以量化。 但是， 难以量化不等于都不能量化， 尤其不等于要放弃想象力、 放弃创新

的努力。 只要努力创新， 很多因素还是能够量化的， 尽管有时候并不一定那么完美。
以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和山东大学马驰骋最近的一份研究为例， 他们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测度

儒家文化的影响并评估其实际贡献①。 我们都说儒家文化过去两千多年对中国社会贡献巨大， 是

中华文化的基础。 但如何证明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或者说机理到底是什么

呢？ 儒家文化的成本很高， 尤以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压制为突出， 其核心原则是以君与臣、 父与

子、 夫与妻的 “三纲” 为基本出发点， 把每个人从出生到死都固定在一个根据辈份、 年龄、 性

别决定的名分等级秩序之中， 并基于 “父为子纲” 的原则推演出 “孝道” 规则， 要求子女对父

母无条件服从、 听话； 基于 “夫为妻纲” 推演出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的 “三从

四德” 妇道规则。 再在这些原则上辅以 “父母在， 不远游”、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的 “包办

婚姻” 等 “仁义礼智信” 细则。 虽然各社会都会倡导 “仁义礼智信”， 但其仁、 其义、 其礼、 其

智、 其信的内涵既有共同普适性， 又有每个文化特定的基本原则下所要求的独特内容。 比如， 按

照儒家的 “礼”， 在清代， 如果父亲打死儿子， 未必会上刑， 但在西方文化体系里， “礼” 的范

畴就不会这么容忍， 这就会上刑。 那么， 基于儒家名分等级秩序所实现的资源分配结构、 收入分

配体系， 要求个人特别是女性牺牲这么多、 代价这么大， 带来的贡献是什么？ 贡献有多少？ 学术

领域鲜有对这些问题的量化答案， 原因当然是文化很难量化。
龚启圣、 马驰骋尝试用间接代理指标来量化 “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弱”， 亦即， 用各县文庙或

孔庙数量测度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 孔庙越多， 儒家在当地的影响就越强。 此外， 自汉代开始政

府实施旌表节烈妇女的制度， 但直到宋代以前， 妇女守节、 殉节的现象有但并不普遍， 再嫁、 改

嫁行为也还经常发生。 宋代理学家程颐、 朱熹按照 “存天理， 灭人欲”、 “饿死事极小， 失节事

极大” 的思路， 强调寡妇再嫁就是失节。 朱元璋 １３６８ 年创立明朝后， 即颁布诏书： “民间寡妇，
三十以前夫亡守志， 五十以后不改节者， 旌表门闾， 免除本家差役。”② １７２３ 年清廷规定将旌表

标准缩短至守节十五年， 其后又分别于 １８２４ 和 １８７１ 年进一步缩至十年和六年。 正因为守节是儒

家 “养子防老” 体系的价值延伸， 一个县的列女数量也大致能反映当地人对儒家文化看重、 遵

守的程度。 就这样， 他们找到了量化儒家文化的两个代理变量。
龚启圣、 马驰骋研究的目标是清代 １６４４ － １９１０ 年间山东 １０７ 个县的农民暴动情况， 看儒家

文化是否会显著降低各地遭遇灾荒冲击时农民暴动的冲动。 通过检索 《清实录》 等资料， 他们

发现， 清时期山东南部各县农民暴动最频、 次数最多， 其次是青岛周边山东东北角的这些县； 而

孔庙数量的分布则倒过来： 中部各县孔庙数量最多， 以南部和北部县为最少。 在排除各种其它因

素的影响之后 （包括每个县的收入水平、 起初发达程度、 教育水平、 社会流动性等）， 受儒家文

化影响越深的县 （即孔庙数量或列女数量越多）， 即使遭遇灾荒冲击 （通过粮价高低测度灾荒严

重度）， 其在清代农民暴动的频率也更低， 尤其以南部县域孔庙少、 暴动频， 而中部县域则反

之。 而之所以有这样显著的结果， 机理在于： 儒家文化影响深的地区， 家族宗族网络越强， 在面

对灾荒冲击时宗族内部互通互助的程度就越高， 亦即隐性互相保险的程度就越强； 这就减少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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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Ｋｕｎｇ、 Ｍａ： “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１１．
可参郭松义： 《清代妇女的守节与再嫁》，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０１ 年第 １ 期。



迫使农民走投无路、 求助于暴力的必要性。 在缺乏保险市场等金融产品的社会里， 儒家文化就是

这样促使社会稳定、 减少暴力冲突的。
或许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量化研究提出质疑或者提出改进建议， 但是， 他们的创意价值显而易

见， 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清朝历史的理解， 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新方

法， 深化对文化影响社会、 影响生活的机理的认知， 不再泛泛而谈。
另一个用量化方法研究文化史的范例是针对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学说的研

究。 在 １９０５ 年出版的这部经典著作中， 韦伯基于个案定性论述了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生在西方，
是因为 １６ 世纪 “新教改革”。 但是， 他的学说在当时没有得到量化检验， 只是解释资本主义为

什么发生在西方的众多学说之一。
那么， 如何检验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呢？ 由于今天没有哪个国家是纯粹的新教国家， 所以，

只能大致上按新教徒是否占比最高把基督教社会分为 “新教” 和 “天主教” 两组， 同时在量化

研究中尽量以新教徒占人口之比为反映新教文化的代理变量。 这样， 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 加

拿大， 荷兰、 丹麦、 瑞典、 挪威和新教改革发源地德国等， 这些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构成 “新教”
国家组， 其中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瑞士受加尔文宗影响尤深。 相比之下， 欧洲南部

国家及地区， 如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南部， 还有各拉美国家、 菲律宾等西班牙与葡萄

牙的前殖民地， 都以天主教为主， 这些国家构成 “天主教” 国家组 （亦即， 拒绝 １６ 世纪新教改

革的社会）。
到 ２０ 世纪， 这两组国家的差别显而易见： 新教国家的人均收入最高、 金融市场最发达、 民

主法治最完善。 天主教国家虽然总体上也富有， 但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新教国家， 尤其是西班牙，
直到 １９７５ 年才走出长达几世纪的混乱！① 佩雷菲特在 《信任社会》 中， 从多个维度比较 １６ 世纪

以来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国家的差异表现。 在 ２０ 世纪里每百万人口获得诺贝尔奖人数②、 ２０ 世纪

人口密度与城市化③、 政府清廉指数以及综合竞争力④这些指标上， 新教国家都排在前面。
为什么 ２０ 世纪新教国家表现那么突出， 超越天主教国家那么多呢？ 历史学者结合定性和定

量分析对其做了深入阐释。 １６ 世纪新教改革前， 天主教主导并规范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 连笑

都受管制， 追求利润的商业行为和金融就更受罗马教廷的规制了⑤。 在哲学层面， 对人际间的互

助与社会关系， 天主教跟儒家的主张基本相同， 就是以 “义” 而不是以货币化的市场交易规范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互助， 这就导致天主教对商业和金融的排斥， 反对任何以利润为目的的商业。
在孔子看来， “君子义以为上” （ 《论语·阳货》）， “君子义以为质” （ 《论语·卫灵公》）， 即君

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本， 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 在天主教里， 教会法第 １４２ 条明确规定，
“严禁神职人员自己或替别人从事批发交易或经商， 不论这是为自己还是为第三者谋利”。 这道

禁令虽然不是针对一般教徒， 但对于教徒的要求也基本类似， 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做商人又

是好基督徒， “经商的人几乎不能， 甚至从来也不能令上帝满意”⑥， 死后会被打入地狱的！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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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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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文献很多。 参见 Ｌａ Ｐｏｒｔａ、 Ｌｏｐｅｚ⁃ｄｅ⁃Ｓｉｌａｎｅｓ、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Ｖｉｓｈｎ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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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９９７， ５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０５， ９５； Ｗｏｏｄｂｅｒｒｙ：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２， １０６． ２．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 附录 １１。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附录 ４。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分别参见附录 １４ 和附录 １５。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第 ５ 章专门介绍中世纪欧洲天主教的各项禁令， 包括封斋期、 四季大斋日、 所有礼

拜五的戒笑。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第 ９３ 页。



教对商业的敌视， 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很大， 他在 《政治学》 中论述道， “以鞋为例： 同样是使

用这双鞋， 有的用来穿在脚上， 有的则用来交易。 那位把鞋交给正在需要穿鞋的人， 以换取他的

金钱或食物， 固然也是在使用 ‘鞋之所以为鞋’。 以有余换不足， ‘交易’ 原来是自然地发展起

来的。” 但如果交易的目的不是满足自然需要而是为了赢利， 则交易是不自然的， 因此要受到禁

止。
既然对待一般商业利润的态度如此， 对待 “用钱赚钱” 金融交易的敌意就更不奇怪。 在

《圣经·申命记》第 ２３ 章中， 第 ２０ 段说 “借给你兄弟银钱、 食物， 或任何能生利之物， 你不可

取利”。 第 ２１ 段说 “对外方人你可取利， 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 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

领的地上， 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 正因为教会理念中天下人都该是兄弟姐妹， 所以， 相互无

偿帮助才体现 “义” 和 “礼”， 而假如在他们面对困难、 需要帮助之时你还收取利息， 这绝对不

是上帝容许的； 如果你取利， 在死时你会被打入地狱， 而不是进天堂！ 如果教义不松动有关商业

利润、 出借获利的金科玉律， 经济尤其金融市场是难以突飞猛进发展的， 资本主义自然受到教义

的阻止。
虽然基督教教义如此排斥商业和金融， 但是， 到了 １６ 世纪， 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离不开商

业甚至金融， 尽管这些活动只能在教会禁令的阴影下进行。 这个背景加上罗马教廷的腐败为 １６
世纪的新教改革奠定了基础， 其中有三位牧师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的论述构成了韦伯谈到的

“新教伦理” 的核心。 首先是日内瓦教堂的加尔文， 他整个重写了基督教的商业伦理。 在 １５６０
年 《基督教原理》 第三卷第 １４ 章中， 加尔文说到： “那些富有的人， 现在心有慰藉的人， 喝得

酩酊大醉的人， 开怀大笑的人， 睡在象牙床榻上的人， 财富应有尽有的人， 他们的宴会有竖琴、
诗琴、 铃鼓伴奏， 还有玉液琼浆， 这些人为何要遭诅咒呢？ 诚然， 象牙、 黄金和财富皆为上帝的

美丽造物， 允许、 甚至是专供人享用的。 开怀欢笑， 一醉方休， 购物置产， 奏乐助兴， 畅饮美

酒， 在任何地方都不遭禁。 这是确实的。 但是， 一个大富豪， 尚若沉湎于寻欢作乐， 醉心于及时

享乐， 并无休止地追求新的享乐， 那么他离健康、 正当使用上帝的恩赐就相去甚远了。”① 加尔

文的口号是： 让上帝的所有恩赐都产生效益， 包括个人的天赋 （即人力资本）。 加尔文也为有息

放贷正名， 因为在他看来， 既然把房子租出去可以收房租， 把土地租出去可以收地租， 为什么把

钱租出去不能收息呢？
另外两位是伊拉斯谟和马丁·路德，这两位神学大师联合起来对罗马教皇发动攻势。 １５１６ 年

２ 月， 伊拉斯谟倡导结束教会对 《圣经》 阐释权的垄断， 并挑战道： “为何把属于所有人的共同

信念局限在少数几人身上？ 将教义交给神学家或僧侣等少数人掌握是不合逻辑的。” “那些想禁

止无知者阅读译成通俗文本 《圣经》 的人， 我与他们的意见强烈地不同……我期望所有的女子

都能阅读 《圣经》。”②马丁·路德跟伊拉斯谟一样，认为教皇过度腐败， 并通过他的多部著作告

诫人们不要听信罗马教廷， 尤其不要相信教皇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 呼吁所有人自己去阅读

《圣经》 并直接跟上帝对话， 而不是经过教会这些中间人！
因此， 历史学者看到新教伦理跟传统天主教的主要分岔在于两方面： 一是新教允许甚至鼓励

信徒发挥才华去经商， 追求利润， 包括从事金融放贷事业； 二是鼓励信徒接受教育， 让自己有能

力读 《圣经》 并与上帝对话。 根据这两点， 量化历史学者得到的假说是： 在 １６ 世纪之后， 新教

国家的识字率和一般教育水平开始超前于天主教国家， 在人力资本方面取得优势， 由此在之后几

个世纪里在人均收入、 社会综合发展等各方面超越天主教国家。
这样， 研究的焦点就集中比较新教与天主教国家间人力资本， 即识字率的差异上。 但问题是

识字率、 教育普遍性这些历史数据如何获得呢？ 历史学者查到欧洲各社会婚书档案， 看个体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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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第 １３２—１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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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上是正式签名， 还是只画了个 “十” 字或干脆声明 “不会签字”①， 这跟中国人以前不读书识

字的人画押签字一样。 如果一个人能签名， 就认为他能读书； 否则， 就认为他是文盲。 图 １ 根据

每个国家超过 ５０％的男子 （以 ２０—３０ 岁年龄段为样本） 脱离文盲为时间标志， 标记西欧各国。
可以看到， 新教为主的瑞典、 丹麦、 荷兰、 德国以及英国一些地方在 １７００ 年以前就达到半数男

性脱盲， 而英国北部、 法国北部、 比利时、 奥地利则是 １８ 世纪完成半数男性脱盲， 而意大利、
西班牙、 法国南部这些天主教社会则要等到 １９ 世纪甚至 ２０ 世纪了！

图 １　 欧洲不同地区哪个时期实现了年轻人扫盲过半？
（图片来源：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第 ７２ 页）

以瑞典为例， 那里的路德宗 （新教派之

一） 在 １７ 世纪发动了多次扫盲运动， 到

１７００ 年超过 ８０％的青年能读书写字②。 而另

一个极端是意大利，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

源地和中心， 于 １４、 １５ 世纪翻译、 印刷了

大量古希腊著作。 在新教改革运动之前的

１４８０ 年， 意大利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拥有更多

活字印刷机， 引领着欧洲文化发展。 可是，
意大利社会在 １６ 世纪的新教改革中坚决站

在天主教保守派一边， 不鼓励人们自己去阅

读 《圣经》， 对教育不热衷。 要到 １９ 世纪末

期、 ２０ 世纪上半叶， 意大利才实现半数年轻

男人扫盲的目标③！ 在 ８００—１６００ 年间， 西

方科学发现与科技发明中有 ２５％到 ４０％是意

大利人做出的， 而 １７２６ 年后， 他们的贡献

下降到 ３％ 左右④。 可见， 在新教改革后，
选择守住天主教对意大利带来的代价很大，
倒退严重。

图 ２ 引用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统计表

３ 中的数据， 表明到 １８５０ 年为止， 文盲人口

占比跟新教徒占比之间是严格负相关的， 也

就是说， 由于新教教义反对教会的垄断， 主

张教徒自己读 《圣经》， 新教社会对教育的

重视就显得很自然。 到 １８９０ 年， 以小学教

师占人口比例算， 总体上仍然是新教国家排在前面， 天主教国家落后⑤。
所以， 针对受新教文化影响和受天主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做的量化对比研究发现， 主要是两个

体系对教育的态度和政策决然不同， 导致这些国家在 １６ 世纪后发展路径的大分流⑥。 也就是说，
韦伯命题得到了教育历史数据的支持⑦。 在一份基于欧洲的量化历史著作中， Ｖａｎ Ｚａｎｄ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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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８５０ 年欧洲文盲率与新教徒人口比的关系

（数据： 佩雷菲特 《信任社会》 统计表 ３）
Ｂｕｒｉｎｇｈ、 Ｂｏｓｋｅｒ 对比西班牙、 意大利等天主教国家跟英国、 荷兰这些新教国家的议会制度发展

史①， 发现： 虽然议会于 １２ 世纪首先出现在西班牙， 并随后从欧洲南部往其他城邦扩散， 但从

１６ 世纪开始出现严重分化， 根据议会每年实际开会次数和对国王的权力制衡程度评估， 到 １８ 世

纪末期， 西班牙等天主教国家的议会已基本不发挥太多作用， 而英国、 荷兰等国家的议会对王权

构成实质性制约。 议会权力的差别导致了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之后的发展差异。 Ｗｏｏｄｂｅｒｒｙ 用

跨越五大洲的样本， 更系统地对新教、 天主教在不同国家的传播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与发展史影

响做量化研究， 并以此解读各国今天的民主、 民生差别②。
实际上， 白营和龚启圣在他们 ２０１５ 年发表的论文中③， 研究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两个世纪

后带来的影响， 样本为 １１７５ 个县。 他们发现： 到 １９２０ 年为止新教徒越多的县， 其城镇化率和总

体发达程度越高； 相对而言， 天主教徒的数量多少对一个县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之所以新

教的影响很显著， 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当地办学校、 开医院， 既育人治病又传播知识， 影响当地

的人力资本发展， 这些影响持续到了今天。 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史的理

解。
当然， 我们可以例举更多文化史量化研究的著作， 但基本结论是一样的： 有许多表面看上去

不能量化的研究课题， 其实只要我们发挥想象力， 还是可以找到代理变量， 或者通过创造性研究

设计把不容易量化的研究变得可以量化。 其中， 经常跟踪研究文献、 了解其他同仁的研究动态，
也可以拓展自己的视野， 增加研究想象力。

四、 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 “用数据说话”

１９５０ 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 如果历史学者能用数据说话， 那可能就算很前沿的量化历

史研究了。 诺斯、 麦迪森、 西波拉等历史学家， 以及中国史学界的吴承明、 赵冈、 郭松义、 李伯

重等史学家， 都是这方面的开拓者， 包括估算 ＧＤＰ、 收入、 识字率、 经济规模、 耕地面积、 城

市化率、 家庭数据等等。 他们通过收集资料、 量化各种指标， 然后计算相关系数或者通过画图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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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关性， 并把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 得出结论。 相对于早期的定性研究而言， 他们做的已经是

非常量化的研究。 当然， 我们知道相关性不等于因果关系， 他们做的主要是描述性的， 完全的量

化研究必须做更多， 需要对因果关系进行统计检测。
也正因为以上原因， 许多历史学者就说 “量化史学只是把历史学家已经知道的结论用数据

说一遍”！ 但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误解。 统计检验的价值之一是让我们在针对同一历史现象的多

种假说中排除一些假说、 支持一个或几个其他假说， 而如果没有量化检验的方法就很难做到这一

点。 比如， 最近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吴庆龙领导的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团队在 《科学》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发表一篇文章①， 称已经找到发生过一场大规模洪水并由此导致夏朝诞生的证据，
说这可能就是一些中国史书中提到的那场大洪水。 之所以大洪水会发生， 是因为地震引起山体滑

坡， 形成了横跨黄河的巨型天然堤坝， 使从青藏高原流过来的黄河水无法穿过积石峡， 这样， 在

６ 至 ９ 个月时间里， 河水都汇聚在坝体后边新形成堰塞湖。 接着， 坝体在湖水漫过坝顶之际迅速

溃决， 这是过去一万年来规模最大的洪水之一。 溃坝洪水可能向下游奔涌了 ２０００ 公里之远， 冲

毁了黄河的天然河岸， 令许多地方被淹， 甚至导致了黄河改道， 使接下来的治水挑战史无前例，
催生夏朝的形成。

我们姑且不管吴庆龙教授团队的结论能否最终得到更多证据的充分证明， 他们的研究之所以

引起轰动， 就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证据直接证明夏朝的存在， 同时关于其存在过的假说

很多。 那么， 如果有任何考古证据排除其中一些假说并同时支持另外一些假说， 其学术贡献就很

大。 许多历史事件的解释也面对同样的挑战： 假说或学说很多， 但难以找到公认的方法和证据排

除一些、 保留另一些。
比如， 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利贷， 解释就很多， 既有剥削论， 也有道义经济论、 市场供需

关系论等等。 那么， 到底哪一种假说更接近真实呢？ 以前， 许多历史学者通过个案做了解释或佐

证， 但不管清代、 明代还是其他朝代， 借贷交易全国每天有千千万万起， 交易关系和交易结局千

差万别， 佐证学者自己观点的例子应该都能找到。 所以， 各种学说都有提出， 都难以被否定。 但

是， 哪种假说最能反映其中的主要规律呢？ 陈志武、 林展和彭凯翔利用清代 １７３２—１８９５ 年间刑

科题本中近 ５ 千命案记录②， 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他们发现， 在借贷纠纷引

发的命案中， 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 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为 ６０％ ， 而且利率越高， 被打死的

是贷方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 贷方面对包括生命风险在内的违约成本

是不对称地更高。 这一发现与传统 “高利贷剥削” 论和放贷者 “超经济强制” 论的推断相反，
但道义经济论可能最接近历史真实， 因为在他们的借贷命案大样本中， 如果借贷是无息， 被打死

的一方更可能是借方， 但借贷利率越高， 被打死的一方越可能是贷方。 而之所以是这样， 一个重

要原因还是在于哪一方有 “道义制高点”、 “哪一方理亏”。 这些基于量化研究的结论， 一方面说

明历史现象远比简单假说要复杂， 另一方面说明高利贷的成因之一是民间借贷背后包含了不小的

生命风险， 这些高生命风险迫使借贷利率必须高， 否则没有人愿意把钱放贷出去， 这符合我们今

天熟悉的市场逻辑。 如果忽视契约执行时可能的暴力冲突所要求的风险溢价， 人们可能难以完整

解释民间借贷的高额利率。
在本节结束之前， 我们用一篇经典著作说明为什么量化史学不只是简单的用数据说话。 还是

回到欧洲何以崛起的话题，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于 ２００５ 年发表的 《欧洲的崛起： 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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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贸易、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①， 在经济学界和史学界产生了轰动， 也大大强化了笔者对经济

史话题的兴趣。 关于欧洲的崛起或说西方的兴起， 有许多不同学说， 韦伯将其归结于新教改革，
诺斯和托马斯在 《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 将其归结于 １６ 世纪之前就已经在西欧开始的产

权制度发展， Ｍｏｋｙｒ 将其归结到西方学术自由和学术共同体的出现与深化发展②， 等等。 单纯从

相关性指标看， 这些因素的变迁在时间上大致都与西方的崛起相重叠， 高度相符。 那么， 到底哪

个学说更站得住脚呢？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从大西洋贸易的角度提出新的假说并对其进行系统量化验证。

首先， 他们发现并不是所有欧洲国家和城市都在同时同步崛起， 欧洲从 １５００ 年到 １８５０ 年的兴起

主要是因大西洋贸易国家 （英国、 荷兰、 法国、 葡萄牙、 西班牙） 而起， 跟没有参与大西洋贸

易的欧洲国家或地区关系不大。 以城市化率为发展的衡量指标， 那么， １３００ 年时， 大西洋贸易

国的城市化率为 ８％ ， 低于其他西欧国家的 １０％平均城市化率， 到 １５００ 年为 １０􀆰 １％ （也低于其

他西欧国家的 １１􀆰 ４％ 平均水平）， 但到 １８５０ 年升到 ２４􀆰 ５％ （远高于其他西欧国家的 １７％ 平均

值）。 如果以人均 ＧＤＰ 衡量， 对比基本一样： 从 １５００ 到 １８２０ 年间， 大西洋贸易国人均 ＧＤＰ 翻

了两倍， 而西欧其他国家则只累计增长 ３０％ ！ 这些数据说明， 在 １６ 世纪后期大西洋贸易开启之

前 （以与美洲、 亚洲和非洲的贸易为主）， 大西洋国家并不领先于欧洲其它国家， 但之后却大为

不同， 出现腾飞。 所以， １６ 世纪之后的增长特点显然不同于之前， 跟诺斯和托马斯讲的 “１６ 世

纪之后的增长只是延续了之前的增长结构” 相矛盾。
第二， 同一时期， 大西洋海港城市的增长远高于欧洲内陆城市的增长， 而地中海海港城市的

增长跟欧洲内陆城市并无明显区别。
当然， 仅仅上面这些结果还不能完全告诉我们这种大分流背后的形成机制。 尤其是他们注意

到， Ｏ’ Ｂｒｉｅｎ 等历史学者估算到来自大西洋贸易的利润实在太小， 即使把黑奴以及从美洲运回

的金银财宝包括其中， 总的利润也太小， 其本身远远不足以给欧洲带来大幅经济增长③。 鉴于这

一点，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提出新的学说， 认为大西洋贸易带来的直接利润只是一个方

面， 对长久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利润培植了一批新富商人群体， 这些新富会推动制约王权、 保

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变革， 使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了更好的制度保障， 有恒产才有恒心！
那么， 大西洋贸易模式以及 １６ 世纪之前各国的制度就很重要。 这三位作者接着把英国、 荷

兰跟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进行对比。 西班牙、 葡萄牙从 １５ 世纪末一开始海洋贸易探险， 就是

完全由王室垄断， 只有王室和利益相关者才能参与大西洋贸易， 利润由他们独享， 难以培植新的

商人群体， 也就不容易产生限制王权、 保护私有产权体系的变革。 相比之下， 在 １６ 世纪之前，
英国、 荷兰的王权就不是那么绝对， 其议会对王权多少有些制约， 王权不能轻易侵犯私有产权或

禁止私人参与大西洋贸易， 这样， 在英国、 荷兰， 大西洋贸易更能培植王室圈子之外的新富商人

群体， 由他们自发产生限制王权、 保护私有产权的压力， 促成体制变革。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 三位作者把各欧洲国家在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７００ 和 １８００ 年的制度进行量化

打分， 一国制度中每增加一项对王室权力的限制 （比如， 只有议会通过才能加税， 大西洋贸易

权由议会而不是国王控制） 就加一分。 结果， 他们发现， 一方面， 参与大西洋贸易的国家在 １６
世纪后对王权的限制显著增多， 而且越往后增加越多， 另一方面， 在考虑到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

差别后， 大西洋贸易继续是非常显著的影响。 也就是说， 新教和大西洋贸易都对 １６ 世纪后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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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产生显著影响， 但彼此又不相同。
从 Ｖａｎ Ｚａｎｄｅｎ、 Ｂｕｒｉｎｇｈ、 Ｂｏｓｋｅｒ 的研究中也能看到新教的影响①， 图 ３ 摘自其研究， 其中展

示了南欧、 西北欧和东欧各国议会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 图中活动指数越高， 表明对王权的限

制越多。 可以看到，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法国等南欧诸国的议会在 １５ 世纪后作用越来越

小。 大西洋贸易反而使西班牙、 葡萄牙、 法国变得更加集权， 意大利则没有直接参与大西洋贸

易。 英国、 荷兰的经历则和南欧各国恰好相反。

图 ３　 １２ 到 １８ 世纪欧洲议会活动指数

（以议会每年开会次数、 议案数量为准）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进一步通过加入 “１６ 世纪之前对王权的限制指数” 跟 “大西

洋贸易量” 交互项的回归证明： 欧洲崛起的主要驱动力是大西洋贸易和 １６ 世纪之前的制度条

件。 欧洲崛起的主力是那些 １６ 世纪初就不那么集权的、 濒临大西洋并参与大西洋贸易的海洋国

家。 其中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通过参与大西洋贸易培植了一大批新富商人， 他们推动建立了有利于

长期发展的产权保护制度， 加强了对王权的制约。 相比之下， 新教改革发挥了一些作用 （韦伯

学说）， 但不如贸易与初始制度条件的交互作用那么显著。 另外， 他们的结果否定了历史学家

Ｋｅｎｎｅｄｙ 等的学说②， 他们认为战争迫使国家要变得强大， 以增加竞争力。 可是， 当把一国近年

战争频率放进历史回归分析中时， 这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是负值但不显著。
因此， 量化历史方法不仅仅是 “用数据说话”， 而是提供一个系统研究手段， 让我们能同时

把多个假说放在同一个统计回归分析里， 看哪个解释变量、 哪个假说最后能胜出。 相比之下， 如

果只是基于定性讨论， 这些不同假说可能听起来都有道理， 无法否定哪一个， 使历史认知难以进

步。

五、 量化史学带来新认知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 “量化历史研究只能对已有的假说做认证， 但出不了新东西”， 从前述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的研究中， 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质疑站不住脚。 笔者用自己近几年的

一些合作研究说明这一点。
在学界甚至社会中， 对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论著很多， 也有大量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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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７．



这些论著基本停留在对中西文化经典的对比、 定性讨论上， 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量化指标上。 各文

明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 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真善美的理想愿景， 反应了各版本的 “仁义礼

智信”， 所以， 如果只是停留在基于价值观的定性判断上， 的确难以有令人信服的比较结论。 于

是， 就有了文化多元论的说法， “不同文化各有各的好”。 但是， 一个文化体系的优劣、 一个社

会文明还是不文明， 最好是依据量化业绩指标来评估。 而在这一方面， 经济史文献做的比较多，
从斯密到马克思、 韦伯、 诺斯、 以及包括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在内的新一批经济史与

社会史学者， 都以经济表现尤其以生产率的量化指标对文化体系做评估比较， 于是， 哪个文明体

系下的人均收入、 城市化水平最高或增长最快， 那么， 那个文明体系就最优。
可是， 除了物质收入、 货币化收入之外， 人类关注的还有 “安全感”、 “幸福感” 这些未必

跟物质收入 １００％ 相关的发展维度。 比如， 社会是充满野蛮暴力、 缺乏安全感， 还是平和、 安

定？ 这些维度可以落实到文明化的具体数据指标上， 比如每年每十万人口中有多少死于凶杀等暴

力， 一个 “更文明” 的社会应该是命案率更低的社会， “文明化” 应该是一个命案率、 暴力率不

断降低的历程， 而文字上 “文明了” 并非等于事实上的文明化。 关于暴力史的研究， 到目前基

本都集中于欧洲社会， 比如 Ｇｕｒｒ、 Ｅｉｓｎｅｒ、 Ｅｌｉａｓ 等等①， 他们发现， 自 １２００ 年以来， 欧洲社会的

命案率大约下降了 ６０ 到 １００ 倍， 文明化进程显而易见， 普通欧洲人的安全感显著提升！
但是， 关于中国的普通暴力史、 命案率史， 就我们所知， 还是一个空白， 没有系统的研究。

基于此， 陈志武、 彭凯翔和朱礼军做了尝试②， 利用清代命案要案档案中的黄册统计和题本数据

等资料， 建立并研究了 １６６１—１８９８ 年间清代的命案率历史。 他们发现， 从康熙朝到嘉庆朝末年，
中国命案率 （不包括战争死亡） 一直呈上升趋势， １８２０ 年后开始下降。 可是， 即使在普通人命

案率达到高峰的 １８２０ 年左右， 每年十万人中只有 １􀆰 ６ 个死于一般暴力， 而西欧同时期每年每十

万人有 ４ 到 ８ 个死于一般暴力。 也就是说， 虽然欧洲自中世纪中期开始命案率一直在下降、 文明

化进程在进行， 但是， 到 １７ 至 １９ 世纪， 其暴力死亡率还是远高于同期的清朝中国， 到 １９ 世纪

末才接近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的 “文明化” 程度， 西欧社会落后于中国， 后者比欧洲社会

更显得 “温情脉脉”。
虽然在比较中国和西欧普通人、 普通社会的命案率时有以上发现， 但是， 在更高制度建设层

面， 结论又大为不同。 陈志武和林展对中国自秦朝以来 ６５８ 位皇帝是如何死的进行了系统研

究③， 发现 ３８％左右的皇帝死于非命， 其中 ７１％ 是死于亲戚或宫廷大臣之手。 历代皇帝的平均

统治时间为 １２􀆰 ５ 年。 在中国朝代历史中， 每年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大约是十万之三千一百左右，
比普通人死于非命的概率高一千多倍。 按照剑桥大学对现代战场的定义， 每年死亡概率超过十万

分之五百的地方就是 “战场”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那么， 中国历代皇宫里死于非命的概率是现代战场

标准的六倍！
根据 Ｅｉｓｎｅｒ 对 ６００ 至 １８００ 年间欧洲 １５１３ 个国王的死亡经历研究④， ２２％的欧洲国王死于非

命， 将是中国皇帝死于非命比例的一半多一点； 每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一千，
是中国历朝皇帝面对的暴力死亡率的三分之一。 比较积极的一面是， 中国和欧洲的君主所面对的

暴力死亡率， 从一千多年前开始都在逐步下降， 说明中西制度文明都在进步。
同样有意思的是， 陈志武和林展 ９００ 至 １５００ 年间中国、 伊斯兰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君主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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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 Ｚｈｕ：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Ｑ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６，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陈志武、 林展： 《真命天子易丧命？ 中国历代皇帝非正常死亡的量化分析与东西方比较》， 耶鲁大学工作论

文， ２０１６ 年。
Ｅｉｓｎｅｒ：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Ｋｉｎｇ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Ｄ ６００ － １８００，”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 ４．



统治时间做比较 （以一百年内的平均统治时间为准）， 那么， 他们发现， 西方国王的平均统治时

间在 ９００ 年时大约为 １５ 年， 之后一直稳步上升， 到 １５００ 年左右达到 ２３ 年； 而伊斯兰国家的君

主平均统治时间， 在此期间则从当初的 １８ 年一直下降， 到 １５００ 年时降到 １１ 年左右①； 相对而

言， 中国皇帝平均统治时间既不像西欧国王那样一直稳步上升， 也不像伊斯兰君主那样一直稳步

下降， 而是从隋唐以来， 一直在上下波动， 没有达到一个稳定均衡状态。
按照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Ｃｈａｎｅｙ 所论述的， 君主死于非命的概率、 君主平均统治时间反映了一个国家

的上层制度建设的状态。 权力制衡、 权力交接的制度架构越完善， 君主权力越小， 那么， 君主死

于非命的概率会越低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杀死皇帝带来的好处越少， 而代价可能越高）， 其执

政时间也会越长， 政局越稳定。 在这个意义上， 陈志武、 林展的研究表明， 在上层制度建设方

面， 西方很早走上改良的发展轨道， 而中国皇权体制却一直在摇摆中停止不前。
这些量化研究结果表明， 或许由于在儒家文化之下， 祭拜祖先带来的好处是普通乡村里

“谁是权威” 完全由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决定， 没有含糊性， 这使得乡村社会秩序很是稳定，
暴力、 命案率就不会太高， 并且可能很早就低于同期欧洲的普通暴力水平， 这是中华文明好的一

面。 但是， 在国家治理层面， 儒家建立的 “真命天子” 的权威并非不可以挑战， 使君主的权威

性很模糊、 充满不确定性， 所以， 君主的生命安全和统治时间远不如同期的西欧。
从这些量化研究看， 西方和中国的文明化历程很不同。 儒家文化早于欧洲解决了社会底层的

治理秩序问题， 基于中华文明的命案率低于同期欧洲， 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

初， 但儒家没有解决好国家治理问题， 在君主传承等制度文化建设方面， 欧洲更早地发展起来，
使权力的分享与交接秩序更早地文明化， 致使西欧君主的暴力死亡率很早就远低于中国皇帝。 制

度文明秩序降低了君主面对的凶恶风险。 由此， 我们看到， 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帮助证明、 证伪

历史学者过去提出的假说， 而且也会带来对历史的全新认识， 引出新的研究话题与视角。

六、 结束语

未来十年、 二十年会是国内量化历史研究的黄金期。 原因在于两方面， 一是对量化方法的了

解、 接受和应用会越来越多， 特别是许多年轻学者会加入这个行列。 二是中国史料很多， 但绝大

多数史料以前没有被数据库化。 随着更多历史数据库的建立并且可以低成本地获得这些数据库，
许多相对容易做的量化史学研究一下子就变得可行， 所以， 从这个意义讲， 越早进入这个领域，
就越容易出一些很有新意的成果， 也越容易发表， 十几、 二十年后情况就会不同。

公认、 统一的历史数据库对量化历史研究来说非常关键， 是基础建设工作。 就以金融经济学

为例， １９６０ 年由芝加哥大学建立的 “ＣＲＳＰ 证券价格数据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ｒｉｃｅｓ） 对之后世界金融学术研究起到了革命性的贡献， １９６０ 年代是金融学研究正式开始从经济

学剥离出来的起点， 而如果没有 ＣＲＳＰ 证券数据库， 实证金融学的突飞猛进可能要大打折扣！ 原

因在于， 有了公认、 统一并且学者都很熟悉的数据库之后， 各路学者就不用花时间去争论数据来

源是否可靠了， 而是把精力和争论都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 金融学的经历对量化史学有很高的

借鉴价值。
没有充分、 完整、 公认可信的史料 （包括能量化和不能量化的史料）， 研究当然无法做。 所

以， 过去十几年我们团队一直致力于建立基础数据库， 希望更多同仁也能共同努力， 挖掘出更多

历史数据库资源。 这也需要各家历史档案馆、 博物馆、 文物收藏单位给予帮助， 如果他们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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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时间长短做系统对比， 并以此判断制度文明建设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史料开放并电子化， 那会是对历史研究、 对中国社会功德无量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年轻学者而

言， 由于他们经费和时间都有限， 更多历史档案的电子化以及成本壁垒的降低都是非常关键的，
这些会决定国内学术事业是否能顺利发展。 在这些方面， 技术条件都已经成熟， 只是历史档案是

否能开放、 是否有经费的问题。
量化历史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各家学术期刊的支持， 需要它们开放更多空间让这类论文发表，

激励更多学者热情加入。 同时， 这也对历史学教学课程提出新的要求， 就是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都

应该学习数理统计课，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很少或没机会跟统计学沾边， 这个局面要改变。
最后， 我们也应该看到， 虽然量化史学强调使用现代社会科学尤其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重视

大样本与统计方法， 但是， 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找到一组历史数据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然后就

完成研究了， 而是也要认真考究史料、 摸清史料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制度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更贴

切把握所研究的因果关系链条和传导机制， 增加研究成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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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ｍｅｒａｎｚ，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Ｅｌｉａｓ，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ｏｃｉ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００．
Ｂｒａｄｙ， Ｈｅｎｒｙ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 ｅｄｓ．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Ｔｏｏｌ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Ｌａｎｈａｍ， Ｍｄ． ：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２００４．
Ｇｏｅｒｔｚ， Ｇａｒ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 Ｔａ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Ｍｏｋｙｒ， Ｊｏｅｌ．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６．
Ｎｏｒｔｈ，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２１． ２ （１９７７）：

１８７ － ２０１． 　
Ｇｕｒｒ， Ｔｅ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ｒｉｍｅ：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３

（１９８１）： ２９５ － ３５３．
Ｏ’ Ｂｒｉｅｎ， Ｐａｔｒｉｃｋ．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３５． １ （１９８２）： １ － １８．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Ｊａｎ． “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ｏｕ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５４． ２

（１９９４）： ２４９ － ２７０．
Ｅｉｓｎｅｒ， Ｍａｎｕｅ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ｒｉｍｅ． ” 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３０ （２００３）： ８３ － １４２．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ａｒｏｎ， Ｓｉｍｏ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Ｅｕｒｏｐ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５． ３ （２００５）： ５４６ － ５７９．
Ｂｅｃｋｅｒ， Ｓａｓｃｈａ Ｏ． ａｎｄ Ｌｕｄｇｅｒ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 “Ｗａｓ Ｗｅｂｅｒ Ｗｒｏｎｇ？ Ａ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４． ２ （２００９）： ５３１ － ５９６．
Ｅｉｓｎｅｒ， Ｍａｎｕｅｌ． “Ｋｉｌｌｉｎｇ Ｋｉｎｇ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ＡＤ ６００ – １８００．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 ５１．

３ （２０１１）： ５５６ － ５７７．
Ｗｏｏｄｂｅｒｒ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Ｄ． “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６． ２

（２０１２）： ２４４ － 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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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ｎ Ｚａｎｄｅｎ， Ｊａｎ Ｌｕｉｔｅｎ， Ｅｌｔｊｏ Ｂｕｒｉｎｇｈ ａｎｄ Ｍａａｒｔｅｎ Ｂｏｓｋｅｒ．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 １１８８
– １７８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５． ３ （２０１２）： ８３５ － ８６１．

Ｂｌａｙｄｅｓ， Ｌｉｓａ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Ｃｈａｎｅｙ． “Ｔｈｅ Ｆｅｕｄ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ｕｒｏｐｅ＇ｓ Ｒｉ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５００ 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７． １ （２０１３）： １６ － ３４．

Ｋｕｎｇ， Ｊａｍｅｓ Ｋａｉ － 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ｈｅｎｇ Ｍａ， “ 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１１ （２０１４）： １３２ － １４９．

Ｂａｉ， 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Ｋａｉ － ｓｉｎｇ Ｋｕｎｇ． “Ｄｉｆｆｕｓ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ｉｌｅ Ｓｐｒｅａｄｉｎｇ Ｇｏｄ’ 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 １８４０ – １９２０．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３． ４ （２０１５）： ６６９ － ６９８．

Ｗｕ， Ｑｉｎｇｌｏｎｇ， Ｚｈｉｊｕｎ Ｚｈａｏ， Ｌｉ Ｌｉｕ， Ｄａｒｒｙｌ Ｅ． Ｇｒａｎｇｅｒ， Ｈｕｉ Ｗａｎｇ， Ｄａｖｉｄ Ｊ． Ｃｏｈｅｎ，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 Ｍａｅｔ ａｌ．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Ｆｌｏｏｄ ａｔ １９２０ Ｂ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Ｇｒｅａｔ Ｆ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Ｘｉａ ｄｙｎａｓｔｙ．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５３． ６２９９
（２０１６）： ５７９ － ５８２．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ｗｕ， Ｐｅｎｇ Ｋａｉｘ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ｕ Ｌｉｊｕｎ．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ａ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

Ｓｕｎ， Ｓｈｅｎｇｍｉｎ． “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４ （２００９ ）： １４２ － １６１．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ｗｕ， Ｌｉｎ Ｚｈ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ｎｇ Ｋａｉｘｉａ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 Ｈｏｍｉｃｉ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９． ９ （２０１４）： １６２ － １７５．

Ｌ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Ｄｏｎｇ Ｈａｏ ａｎｄ Ｌｉ Ｚ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
（２０１５）： １１３ － １２８．

Ｌｉ， Ｂｏｚｈｏｎｇ．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０． ４ （２０１５）： ５１ － ６３．

Ｐｅｎｇ， Ｋａｉｘ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Ｌｏｎｇ － ｒｕ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０． ５ （２０１５）： １７８ － １９１．

Ｌｉｎ， Ｚｈ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ｗｕ． “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ｔｅｒｌｉｎｋａｇ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ｅｎｄｉ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０． ５ （２０１５）： １７７ － １８７．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ｗｕ ａｎｄ Ｌｉｎ Ｚｈ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ｇｉｃ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６．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ｗｕ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ｚｈｉｗｕ􀆰 ｃｈｅｎ＠ ｙａｌｅ􀆰 ｅ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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